
 5-43

差序關係對知識分享意願及知識分享行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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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探討關係對知識分享意願之影響，均採用受試者間設計，雖證實關係好壞會影

響知識分享意願，卻忽略單一個體之知識分享意願，是否會因與他人間關係不同而有差

等對待的情形。其次，過去研究雖指出知識分享意願會影響知識分享行為，但未能瞭解

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間，是否有調節變項的存在。本研究從差序格局的觀點切

入，採用受試者內設計，探討單一個體在面對與自己關係親疏的同仁時，其知識分享意

願是否會有差別，並根據計劃行為理論之觀點，探討自我效能及分享機會，對知識分享

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之間的調節效果。 

以一位知識分享者搭配兩位知識接受者的方式進行問卷調查，有效回收242組問

卷。經T檢定及階層迴歸分析，主要結果如下：1.知識分享者對於與自己關係親疏的同

仁，在知識分享意願上確有差等對待的現象。2.自我效能對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

為之間有調節效果，自我效能較高的知識分享者，其知識分享意願對知識分享行為之影

響效果會高於自我效能較低的知識分享者。至於分享機會，則沒有調節效果。 

 

關鍵字：關係(Guanxi) 、知識分享意願、知識分享行為、自我效能、分享機會。 

 

1. 研究動機 

在二十一世紀經濟時代裡，知識是企業競爭優勢及創造價值的來源 (Spender & 
Grant, 1996)。Nonaka 與Takeuchi(1995)則清楚指出，知識存在於組織內之個體，知識若

無法藉由分享的行為，由個體擴散至組織，則組織將無法廣泛地運用知識及發揮知識之

效用。易言之，組織內的知識，主要透過個體間的互動來移轉、交流，進而形成組織內

其他成員的行動能力(Chakravarthy, Zaheer, & Zaheer, 1999; Davenport, 1997)。 

知識分享主要發生在個體間的互動過程，受到成員與成員間關係的影響。過去的研

究已證實個體之間的人際關係是影響知識分享的關鍵因素(Andrews & Delahaye, 2000; 
Quinn, Anderson, & Finkelstein, 1996)。然而，以往針對關係與知識分享意願之研究，均

採用受試者間設計(between- subject)，亦即，研究者依據所衡量之受試者(知識分享者)
與知識接受者之間關係的好壞，將所有受試者劃分成與知識接受者關係較好或關係較不

好之兩個群體，再探討這兩個群體的知識分享意願是否有差異，進而驗證關係好壞對知

識分享意願之影響。雖然證實知識分享意願會隨著受試者與知識接受者之間的關係好壞

而有所不同，但卻未能回答：單一個體同時面對組織內不同成員時，其知識分享意願是

否會受到成員與自己關係好壞程度不同的影響，而有所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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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1948)曾針對華人社會特有的關係(Guanxi)，提出差序格局的概念，即個體會

將自己周遭的人依親疏遠近分為幾個同心圓，與位於不同圈層的人交往，其行為也會有

所不同，也就是所謂的差等對待。知識分享主要在成員互動間進行，關係對個體知識分

享意願的影響甚大，所以單一個體的知識分享意願亦有可能會受到差序關係之影響，而

有差等對待的情況出現。倘若個體之知識分享意願有差等對待的情形，即使是整體關係

良好的團隊，仍有可能會有知識分配不均，或個體所擁有的獨特知識無法移轉到真正需

要的人身上等問題，團隊內之知識分享即可能會有「需要的人得不到，得到的人不需要」

之情況發生。 

為了進一步釐清差序關係對個體知識分享意願之影響，本研究採用受試者內設計

(within-subject)—亦即，同時測量單一受試者，在面對與自己關係較好及與自己關係較

不好的成員時，其分享願意是否有差異？藉此瞭解差序關係，是否會讓組織成員的知識

分享意願有差等對待的情況出現？以期能更詳細瞭解關係對知識分享意願之影響，藉此

減少知識分配不均之狀況，讓知識分享能發揮最大的綜效。 

此外，正所謂「知易行難」，意願與行為間，往往因為某些因素，使得意願無法付

諸於實際行動。過去的研究，雖證實知識分享意願會直接影響知識分享行為(Lin & Lee, 
2004; Bock, Zumd, Kim & Lee, 2005)，卻忽略了知識分享意願與分享行為間，是否會受

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而有「高分享意願，低分享行為」之情況？個體僅有知識分享

意願是不夠的，唯有將意願轉化成實際的行動，知識才能對組織產生貢獻，個體若沒有

實際去從事知識分享的行為，知識將無法擴散至組織內各個成員身上。如此一來，即使

組織設法加強成員的分享意願，仍無法改善組織內知識分享之成效。因此，本研究第二

個研究動機即在於探討知識分享意願與行為之間的調節變項，期能更加釐清知識分享之

整體概況，進而增進組織內知識分享之成效。 

 

2. 文獻探討 

2.1 關係(Guanxi) 與知識分享 

知識分享就字面而言，即是分享知識之意思，知識分享是一種交換的活動，透過彼

此之間的互動、對談及交流來分享知識(Chakravarthy, Zaheer, & Zaheer, 1999; Davenport, 
1997; Hendriks, 1999)，並藉由互動過程創造新的知識及修正現存的知識(Baba, Gluesing, 
Ratner, & Wagner, 2004 ; Senge,1998)。也就是說，知識分享主要是將自己擁有的知識、

訊息，傳播出去讓別人知曉、吸收，將自己所擁有的知識讓其他人瞭解、吸收並運用

(Nancy, 2000)。 

知識分享主要牽涉到兩個主體--知識擁有者(知識分享者)及知識接受者。並且，知

識分享主要發生在人際網絡中個體與個體間的互動，成員與成員之間的關係對知識分享

佔有重要的影響地位(Andrews & Delahaye, 2000; McDermott & O＇Dell, 2001; Quinn, 
Anderson, & Finkelstein, 1996)。然而，以往針對人際關係(relationship)與知識分享意願之

研究，皆採用受試者間設計(between-subjects)。而這樣的研究結果卻無法回答：單一個

體同時面對組織內其他不同成員時，其知識分享意願是否會受到成員與自己的關係好

壞，而有所差別？ 

從內團體偏私的觀點(ingroup favoritism)，個體會與少數幾個較親近的成員發展出較

親近的關係，這些成員將被歸類為內團體(in-group)，而其他成員則會被歸類為外團體

(out-group)(Graen, 1976)。由於組織內的資源有限，加上內團體偏私(in-group bias)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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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即人們總對自己所歸屬的團體及同團體的成員做較正面的評價或有較有利的反應

(李美枝, 1992)，內團體成員將受到較多的關注與支持，並能分享到較多的利益(Graen , 
1976)。由於知識分享者較樂意將資源與內團體的成員共享，所以其對內團體成員之知

識分享意願將高於外團體(out-group)成員。 

此外，Guanxi的建立在知識分享上相當重要(Ramasamy, Goh, & Yeung, 2006)。Guanxi
是基於特殊準則所形成的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為一種特殊的連帶，主要是基於相互

義務所形成的非正式、私人且特殊的relationship(Jacobs 1979; 金耀基 1992)。費孝通

(1948)曾針對華人社會特有的關係，提出差序格局的概念，即個體會以自己為中心，將

周遭的人依親疏遠近分為幾個同心圓，當與位於不同圈層的人交往時，其行為也會有所

不同，也就是所謂的差等對待。 

而從差序的概念來說，個體在進行資源交換時，關係判斷在整個歷程是很重要的考

慮，人們會根據對方與自己的關係，而有不同的互動法則(黃光國,1985; 楊國樞, 1993)。
個體對於與其關係較親密者，其情感性關係大於工具性關係，因此對於與自己關係親密

的同仁，較易有偏私的情況。而在關係較為疏遠的同仁方面，其互動較偏向工具性關係，

個體僅在於預期給予對方利益，也能得到相等回報的情況之下，才有意願分享知識。對

於工作者而言，知識是ㄧ項重要的資源，知識分享即是ㄧ種資源的提供，並且，在華人

的觀念中，常會有「留一手」或「肥水不落外人田」的想法，表示華人的知識分享有自

私的特質存在，他們認為分享知識可能會使自己喪失競爭優勢，因此知識分享者的分享

意願勢必會受到差序關係的影響，知識分享者將依據與成員之間不同程度的關係，其知

識分享意願會有高低之分。 

由上述可知，個體的知識分享意願會隨著對方與自己關係的好壞而有所不同，會有

差等對待的情形出現。亦即，個體對於與自己關係較為親近的人，其知識分享意願會較

高，對與自己關係較為疏遠的人，其知識分享意願會較低。由此可推出假說一： 

H1：知識分享者的分享意願，會隨著知識接受者與自己關係的遠近而有所差異。知

識分享者對於與自己關係較親近的成員，其知識分享意願，會高於與自己關係較疏遠的

成員。 

2.2 知識特性與知識分享 

知識又可依本身的性質，分成外顯知識及內隱知識(Nonoka & Takeuchi, 1995)。由於

外顯知識本身較容易編碼、儲存及使用，可透過電子郵件、電子佈告欄傳遞，因此分享

過程較為迅速及省力。反之，內隱知識主要是經驗的累積，較不易編碼、文字化，僅能

透過觀察、實地示範或親自操作來分享(Hamel, 1991)，面對面的互動方式對於內隱知識

的擴散更是不可或缺的(Holtshouse, 1999)。再者，人的時間和精力都是有限的，從事內

隱知識分享需花費比分享外顯知識，更多的時間及精力，可能會干擾到自己工作的進

度。而成員在面對與自己關係較親近的對象時，比較不會考慮個別需求或貢獻，會盡量

滿足對方的需求(黃光國, 1985)，所以才會樂意犧牲自己的時間，分享內隱知識給較親密

的對象。因此內隱知識的分享相對於外顯知識而言，關係對內隱知識的影響較大，唯有

與知識分享者較為親近的人，其與知識分享者面對面的互動機會較多，且知識分享者也

較願意無私的付出，因此較願意分享內隱知識。 

其次，內隱知識本身之特性，較不易形式化、具體化，因此外流的威脅較低，競爭

對手也較不易模仿，在組織的競爭優勢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Johannessen, Olaisen, & 
Olsen, 2005)，相對於外顯知識而言，其價值來得較高。由於內隱知識屬於個體重要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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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個體往往較願意將重要的資源交給內團體的成員，除了受到內團隊偏私的影響之

外，主要是因為個體對內團體的成員較為信任，相信這些成員即使擁有自己特有的知

識，也不會對自己的競爭優勢造成威脅，更不會輕易地將內隱知識洩漏出去。因此相對

於外顯知識而言，內隱知識更容易受到關係的影響，個體有可能僅願意將內隱知識分享

給內團隊的成員，即與自己關係密切的知識接受者。 

從上述可知，相對於外顯知識，關係對內隱知識分享意願之影響較大，亦即知識分

享者對於關係較親近或關係較疏遠的同仁，其內隱知識分享意願會有較大的差距。推論

出第二個假說： 

H2：關係對知識分享意願之影響，會受到知識特性的影響。知識分享者對與自己關

係較為親近的成員和與自己關係較為疏遠的成員，所呈現的內隱知識分享意願之差距會

大於，所呈現的外顯知識分享意願之差距。 

2.3 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之關聯 

行為是由意願延伸而來的，但兩者間存在著何種關聯性？計劃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提供了一個合理的解釋。Ajzen(1991)認為並非所有的行為皆可由

意願來解釋，行為仍會受到其他外在因素影響，因此計劃行為理論提出「知覺行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構面，代表個人認為自己可以控制行為執行的程度。知覺

行為控制除了影響意願之外，也可直接影響行為，亦即當個體想從事某項行為，若本身

沒 有 能 力 或 機 會 ( 即 低 度 知 覺 行 為 控 制 ) ， 個 體 將 無 法 從 事 該 行 為 (Ajzen & 
Madden,1986)。知覺行為控制主要決定於能力、資源與機會等三個因素，Taylor和

Todd(1995)進一步將這三個因素，分成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與便利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知覺行為控制之能力主要為「個人認為自己具有從事特定行為的能力」，能

力的衡量主要來自於知識分享者本身的判斷，而自我效能是指個體表現某一行為時，對

自己表現能力自信程度(Bandura，1982)，因此本研究將以「自我效能」來代表計劃行為

理論中的「能力」；而資源與機會則是指：增強或抑制行為的因素，及產生該行為時所

需資源的易得，以「便利條件」表示。當主管支持知識分享時，會盡量提供資源，建立

完整的分享機制，讓組織內的成員有足夠的機會從事知識分享，因此本研究認為在知識

分享領域內，便利條件以「分享機會」最為重要，因此將以分享機會代表便利條件。 

2.3.1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自我效能是個體對於自己完成特定組織或任務時的一種能力判斷，是外在環境、其

他自律機制(self-regulatory mechanism)和個人能力、經驗、成就表現產生交互作用的結

果(Bandura, 1986)。個體行為的決定包括活動的選擇和社會環境的影響之外，有一部份

是由個人的效能判斷來決定的，即個體將根據本身之自我效能來啟動、規範並維持他們

自己的行為。換言之，個人是否會從事某種特定的行為，除了受到外在因素影響之外，

也會受到本身自我效能的影響。 

高自我效能者由於對本身能力較有信心，因此在各種行為上有較佳的表現。而知識

分享行為除了將外顯知識文件化之外，還必須將內隱知識外顯化，並指導他人，讓成員

獲得所需知識及學習到新的知識。因此知識分享者在從事知識分享行為時，會先考量本

身的能力，若認為本身能力不足時，將有可能退縮，不敢嘗試將知識分享給他人。亦即，

知識分享者對於本身能力的衡量將會影響其本身是否會去執行知識分享，也就是說當知

識分享者擁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時，其從事知識分享行為的機會將大於擁有較低自我效能

的知識分享者。由上述可推論出假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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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的關係，將受到知識分享者自我效能的調節效

果。自我能效高的知識分享者，其知識分享意願對知識分享行為的正面影響，比自我效

能低的知識分享者，其知識分享意願對知識分享行為的正面影響來得強。 

2.3.2 分享機會 

組織中分享知識的管道可分為正式及非正式的分享管道，正式的分享管道主要包括

訓練規劃、結構式工作團隊、資訊系統等 (Rulke & Zaheer, 2000)；而非正式的分享管道

則包括個人關係及社會網絡等，經由非正式的管道，讓成員方便學習與分享知識(Brown 
& Duguid, 1991)。不論是正式或非正式分享管道，均能增加組織成員之間的知識分享機

會，提昇從事知識分享行為之機率。由於組織成員主要藉由與同仁之間的接觸，取得與

專業工作相關的資訊及知識(Tampoe,1993)，因此組織中要有適當的溝通、分享管道，讓

團隊內部的成員可充分地互動與分享(Nonaka ＆ Takeuchi, 1995)，才是組織知識創造與

分享的重要關鍵。此外，倘若組織內無適當的分享機會，知識分享者還必須花費額外的

時間尋找適當的分享時機，創造更多的分享機會，將造成額外的時間成本負擔，使得知

識分享者更不願意分享知識。 

簡單來說，當組織成員接觸的機會越多，分享知識的機會相對較多，分享的時間成

本相對減少，知識分享者越容易從事知識分享的行為。反之，若存在於成員之間的接觸、

分享機會不多時，知識分享者即使願意分享，也無法實際從事分享行為。由此，可推論

出假說四: 

H4：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的關係，將受到知識分享者與知識接受者間之分

享機會多寡的調節效果。當知識分享者與知識接受者間的分享機會較多時，知識分享意

願對知識分享行為之正面影響，將高於知識分享者與知識接受者間分享機會較少時。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及施測過程 

本研究採用受試者內設計，探討單一個體在知識分享意願上的差等對待，並同時考

慮知識分享意願及知識分享行為，試圖找出兩者間的調節變項。由於只有知識分享者最

明白自己的知識分享意願為何，所以本研究認為，意願由知識分享者來填答較為妥當；

而知識接受者能直接感受到知識分享者是否有分享知識，所以知識分享行為由知識接受

者來填答較為客觀。同時，意願及行為由不同的對象來填答，也能避免共同方法變異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問題。基本上述原因，本研究包含了兩種問卷，分別

為「知識分享意願問卷」及「知識分享行為問卷」，研究樣本以三人為一組，包含一位

知識分享者及二位知識接受者，因此問卷發放的部門，以成員超過三人以上的部門為

主。同時為了增加樣本的豐富性，未限定某些產業或特定的職業。 

問卷發放程序如下：分別從北、中、南、東各選取一所大學，由碩士在職專班之學

員協助，擔任知識分享者，再請他(她)從自己工作的單位內選定兩位同仁，為知識接受

者。這兩位知識接受者分別為與自己關係最好及與自己關係較普通的同仁。選擇關係最

好及關係普通之同仁，而非關係最好及關係最不好之同仁，主要是為了避免因知識分享

者完全不分享知識給關係最不好的同仁，而影響研究之結果。 

請知識分享者填答知識分享意願問卷，並以自己所挑選出的那兩位同仁做為填答問

卷時的對象；而知識分享行為問卷則由那兩位知識接受者來填答。為了降低知識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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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時之疑慮，在發放問卷時要求知識分享者告知那兩位同仁此為隨機抽樣，並且問卷

填答完畢後直接將問卷裝入密封的小信封，再交還給知識分享者。同時，為了確保每一

組的問卷能完整的回收，將由知識分享者收齊這三份問卷，再一併寄回。因此一組完整

且有效的樣本必須包含知識分享者填答的問卷及二位知識接受者所填答的問卷。 

此次問卷共發放560組，回收246組，扣除不完整之問卷，有效問卷為242組，有效

回收率為43.2%。就整體而言，性別以女性居多，將近61.6%；年齡大部份集中在26至30
歲間(29.4%)或31至35歲間(20.5%)；在學歷方面，教育程度大部份是大學，為48.8%。至

於工作方面，受試者以一般員工為主(77.5%)，主要來自於行銷/業務部門(24.2%)或一般

行政部門(27.8%)。 

3.2 研究變數衡量 

3.2.1 關係(guanxi) 

本研究關係好壞主要是由知識分享者自行選定，為了確認知識分享者所選定之與自

己關係最好及與自己關係普通的知識接受者，其與知識分享者的關係是有所差別的，因

此在知識接受者的問卷上，測量知識分享者及接受者之間的關係，並加以檢驗。在測量

工具方面，主要是參考林行宜、戚樹誠(1994)及羅新興、戚樹誠(2004)所發展出的量表，

共有8題。經因素分析，此量表之題項均為同一構面，解釋變異量為62.93%，Cronbach α
係數為0.92。經由T檢定，其差異結果達顯著(t = 3.18, p = .002< .01)，表示知識分享者所

選擇之關係最好與關係普通的同仁，與自己的關係好壞確實是有所差別的。 

3.2.2 知識分享意願 

知識分享意願的測量，分成內隱知識及外顯知識兩個部份。在外顯知識分享意願方

面，共有4題，其中2題依據Bock, Zumd, Kim & Lee(2005)所發展的量表修改而成，而另

外2題分別取自夏侯欣鵬(2000)所發展的問卷，及吳盛(2003)依據Bock & Kim(2002)所提

出的知識分享衡量內容，發展出來的題目。至於內隱知識的分享意願，共有8小題。其

中5題，主要以Chowdhury(2005)所發展出的量表為基礎修改而成；其餘3題，則是依據 
Bock, Zumd, Kim & Le(2005)的量表修改而來。經因素分析共得到2個因素，累積解釋變

異量83.88%，內隱知識分享意願與外顯知識分享意願之Cronbach α係數分別為0.96及

0.94。 

3.2.3 知識分享行為 

知識分享行為之測量，是依據前述之知識分享意願的量表修改而來，其衡量內容與

知識分享意願量表相似，僅將題目中代表意願的副詞修改為頻率的副詞。如，「我願意

傳授已有詳細書面資料與易教導的知識給A君」，改成「A君常傳授已有詳細書面資料與

易教導的知識給我」。在信度測量方面，外顯知識分享行為及內隱知識分享行為，累積

解釋變異量為75.29%，其Cronbach α係數分別為0.90及0.93。 

3.2.4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在衡量方面，採用Chen, Gully & Eden (2001)所提出的新一般自我效能量表

(New General Self-efficacy, NGSE)，共8小題，經因素分析，8小題均為同一構面，解釋

變異量為56.53%，Cronbach α 係數為0.89。 

3.2.5 分享機會 

關於分享機會的衡量，共有6小題，其中2題是參考蔡櫻枝(2003)的問卷內容修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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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餘4題，則是依據分享機會之內涵，自行編列而來。經因素分析，解釋變異量為

59.41%，Cronbach α 係數分別為0.83。 

3.2.6 控制變數---工作依賴 

同仁間工作依賴程度越高，彼此之間接觸的機會自然會較高，為了避免工作依賴混

淆研究結果，因此將工作依賴納入控制變數之一。工作依賴之衡量共有8題，其中4題採

用Jarvenpaa & Staple(2001)所發展的量表，另外4題則修改Pearce & Gregerrsen(1991)的問

卷內容，經因素分析，解釋變異量為59.46%，Cronbach α 係數為0.92。 

 

4. 研究結果 

4.1 差序關係對知識分享意願之影響 

採用獨立樣本T檢定，驗證知識分享面對與自己關係最好及關係普通之同仁，其知

識分享意願是否會有差等對待？結果顯示，知識分享者對關係最好及關係普通同仁之知

識分享意願差異，達到顯著水準(t = 5.94, p = .000< .001)，表示知識分享者對關係最好的

同仁與關係普通同仁之知識分享意願有顯著差異，因此假設一獲得支持。 

此外，進一步採用ANCOVA進行分析，以工作依賴為控制變數，檢驗知識分享者對

關係最好同仁與關係普通同仁之間外顯知識分享意願之差距，與內隱知識分享意願之差

距，是否有差異？結果顯示，關係與知識特性之交互效果並不顯著(F = 0.2,  p 
=.65> .05)，表示在控制工作依賴的影響之後，關係類型與知識特性在知識分享意願上並

無顯著的交互作用存在，即知識分享者面對不同關係的同仁時，其知識分享意願不會受

到知識特性的影響，假說二沒有獲得支持。 

4.2 自我效能對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之調節效果 

為檢驗知識分享意願對知識分享行為之效果，是否會因知識分享者本身之自我效能

高低而有所差異？採用階層迴歸方式(hierarchical regression)，加入工作依賴為控制變

數，設定知識分享意願與自我效能之交互作用項，進行檢驗。此外，由於本研究的樣本

中，有部份樣本其知識分享者與知識接受者之間的關係，為部屬對主管或後輩對前輩的

關係(亦即下對上關係)，為了避免知識分享意願對知識分享行為之效果，會受到下對上

關係之影響，因此進行分析之前，刪除對偶關係為下對上之樣本。 

由表1可知自我效能與知識分享意願之交互作用項，對知識分享行為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β= .099, p = .045< .05)，表示在控制工作依賴對知識分享行為之影響後，自我效能

對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有調節效果存在。為了進一步瞭解知識分享者之自我效

能高低對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影響的交互作用，將樣本依自我效能高低分成兩

群，大於自我效能平均數(3.83)的樣本，為高自我效能群組，反之則為低自我效能群組，

分別進行迴歸分析。結果如圖1，表示自我效能較高的知識分享者，其知識分享意願對

知識分享行為之影響效果，相較於自我效能較低的知識分享者來得大，因此假說三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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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我效能與知識分享意願對知識分享行為之調節效果(N=280) 

知識分享行為         模型  
變數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控制變數    

工作依賴 .561*** .515*** .503*** 

自變項    

知識分享意願  .169*** .158* 

自我效能  .059 .058 

知識分享意願×自我效

能 
  .099* 

F值 127.460*** 49.732*** 38.731*** 

R2 .314 .351 .360 
*p< .05, **p< .01, ***p< .001 
 
 
 
 
 
 
 
 

圖 4.1 自我效能對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之調節效果 
 
 
 
 

圖 1 自我效能對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之調節效果 
 
 

4.3 分享機會對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之調節效果 

為了避免工作依賴影響分析之結果，加入工作依賴為控制變數，再依續加入知識分

享意願、分享機會及知識分享意願與分享機會之交互作用項，為自變項，進行階層迴歸。

在樣本方面，亦先刪除對偶關係為下對上之樣本，再進行分析。結果顯示(表2)，分享機

會與知識分享意願之交互作用項，對知識分享行為沒有顯著的相關 (β= .003, p 
= .947> .05)，表示在控制工作依賴對知識分享行為之影響後，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

行為之間不會受到分享機會的調節，假說四沒有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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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享機會對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分享行為之調節效果(N=280) 

知識分享行為         模型  
變數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控制變數    

工作依賴 .561*** .342*** .341*** 

自變項    

知識分享意願  .142** .142* 

分享機會  .271*** .272 

知識分享意願×分享機

會 
  .003 

F值 127.460*** 57.133*** 42.696*** 

R2 .314 .383 .383 
*p< .05, **p< .01, ***p< .001 

 
 

5. 結論與建議 

5.1 關係與知識分享意願 

過去研究雖證實關係較好的團隊，其知識分享成效會較好，但經由本研究之研究結

果可知，差序關係會使得個體對於不同關係的成員，有不同程度的分享意願。表示即使

團隊關係不錯，團隊內知識分享情況，仍會受到差序關係的影響而有分配不均的問題。

因此管理者亦不能忽略關係對知識分享意願之影響，應設法加強團隊內成員與成員之間

的關係，減少內團體及外團體之間知識分享成效之差異越來越大。 

除了加強成員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亦建議，組織可運用知識分享中介者的角色，減

少知識分配不均的問題。個體在擴散其關係時，常透過彼此熟悉的第三者，來建立自己

與目標對象之間的相似性，藉此達成目標，因此介於關係雙方之間的中間人是相當重要

的(Yeung & Tung, 1996)。所以，組織可設法運用知識分享者與關係疏遠同仁之間的第三

者，來強化彼此之間知識分享之效用，增加知識分享範圍。工作單位內的個人與其他人

交往，或多或少會有重疊的部份，例如A君與B君之間關係良好，與C君不好，但B君與

C君之間的交情卻不錯。這時若重要的知識掌握在A君手中時，C君將有可能無法獲得，

此時可透過B君擔任知識分享中介者的角色，亦即，當B君從A君身上獲得知識之後，再

由B君將知識移轉給C君。 

5.2 差序關係對知識分享意願之影響在知識特性上之差異 

差序關係對知識分享意願之影響，並不會因知識特性而有所不同，推論可能有以下

幾點原因： 

(一) 本研究知識接受者之樣本選擇，為與知識分享者之關係最好及普通的同仁，而非關

係最好與關係不好或最不好之同仁，因此其外顯知識跟內隱知識之分享意願的差

距，沒有太大的差異，所以不易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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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識分享意願之差異可能受到關係之影響，而非分享內容。知識分享者在決定其知

識分享意願時，可能僅考慮知識接受者與自己的關係，並不會去考慮所分享的內容

為何。因此知識分享意願之差異，僅受到差序關係之影響，而知識特性並無太大的

影響效果。 
以上原因均有待進一步之驗證，才能瞭解真正的原因為何。 

5.3 自我效能對知識分享意願及知識分享行為之調節效果 

知識分享意願對知識分享行為之影響，會受到自我效能調節，且自我效能較高的知

識分享者，其知識分享意願對知識分享行為之正面影響較大。表示，管理者在推動知識

分享時，應注意自我效能之影響，思考如何增進自我效能對知識分享行為之正面影響。

未來組織推動知識分享時，應運用自我效能之影響效果，如選擇自我效能較高的成員來

負責知識分享之推行，或舉辦教育訓練設法加強成員的自我效能，以期能有效地達成知

識分享之目的。 

此外，在加強成員自我效能方面，個體自我效能的來源分別為實際成果表現、替代

經驗、口語說服等(Bandura,1986)，組織可設法從這些方面著手，強化個體的自我效能。 

(一)  實際成果表現 (enactive attainment)：成功經驗的累積，有助於提昇個體的自我效

能，因此組織一開始可先讓個體從事較為簡單的知識分享行為，讓個體能累積其

知識分享成功的經驗，加強個體的信心，之後再讓個體從事較為複雜的工作，例

如內隱知識的分享。 
(二)   替代經驗 (vicarious experience)：當個體發現與自己能力相似的人，獲得某項成

功經驗時，也會提昇個體的自我效能，認為對方既然能成功，自己在這方面的工

作應該也能做得到。因此組織可不定期的公告組織內成功的知識分享經驗，及相

關者的心得與想法，藉此加強其他成員的自我效能。 
(三) 口語說服 (verbal persuasion)：主要是讓成員相信本身擁有達到特定任務的能力，

因此組織可運用鼓勵的方式，或員工訓練等，透過教育訓練的方式，一方面加強

員工的能力與信心，另一方面教導員工如何進行知識分享行為，讓員工在知識分

享行為上，能更得心應手。如此一來便會提高成員的自我效能，當然也就會積極

去從事知識分享的行為。 
5.4 分享機會對知識分享意願及知識分享行為之調節效果 

從研究結果可知，分享機會沒有調節效果，推測可能有以下二點原因： 

(一) 本研究有 68.1%的樣本，其知識分享機會平均大於 3，可知隨著知識管理逐年受

到重視的情況之下，大部份的組織所提供的分享機會是足夠的，表示大部份的公

司之分享機制已逐漸成熟，知識分享者從事知識分享行為時，已無需考慮是否有

足夠的分享機會。 
(二) 控制工作依賴後，亦控制住分享機會之效果。由於本研究之知識接受者與知識分

享者來自於同一工作單位，有可能使其工作依賴與分享機會有重疊部份(相關係

數為 0.68)。因此當本研究控制工作依賴對知識分享行為之影響後，有可能亦控

制住分享機會之影響效果，而導致調節效果不明顯。 
此外，雖分享機會對於知識分享意願與行為間，沒有調節效果，但對知識分享行為

有顯著的正相關(β =.271, p =.000< .001)，表示分享機會能促進知識分享行為的發生。

除此之外，組織內非正式、較為輕鬆的場所，有助於知識分享的發生，因此組織除了強

化組織內的分享機制之外，應嘗試建立更多讓員工能輕鬆自在相處的環境，使員工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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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的情況下，藉由談話互動的過程，自然而然分享其知識。 

5.5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從差序觀點，證實個體之知識分享意願會受到差序關係的影響，而有差等對

待的情況，將有助於組織未來在推動知識分享時，能更加重視成員與成員之間關係的管

理，注意差序關係之帶來之影響。此外，釐清知識分享意願與行為間，會受到自我效能

之調節，有助於未來組織推動知識分享時，可嘗試藉由自我效能之影響，來改善知識分

享的成效。另對於往後相關之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 差序關係對知識分享意願之影響是否會隨著關係類型而有所不同？知識分享意

願雖會受到關係好壞的影響，然而當知識分享者與知識接受者間的關係類型不同

時，如主管對部屬，或部屬對主管等(亦即，上對下關係或下對上關係)，其受到

差序關係的影響是否有所不同？另外，本研究並沒有特定區分知識分享者所選擇

的兩位知識接受者，是否均為內團隊的成員之一，亦或者分別為內、外團隊之成

員，而這是否又會使得知識分享意願有不一樣的變化？均有待於進一步探討。 
(二) 更廣泛的調節變項之驗證：由於本研究採用計劃行為理論之觀點探討分享意願與

分享行為間的關聯，瞭解自我效能及分享機會之調節效果。後續研究可試圖從不

同的角度切入，尋找其他的調節變項，以期能更完整的瞭解知識分享意願與知識

分享行為之間的關係。譬如，分享意願會受到分享利益及分享成本之影響，因此

亦可從知識分享利益及知識分享成本之觀點，探討其對於意願與分享行為間，是

否會有調節效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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